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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增殖、劳动异化与算法权力
———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的三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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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步入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高歌猛进,数字技术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重塑人类社会,无论

是主体生存形式还是生产资料的投入方式在表现形式上都具有了崭新的样态,一切社会元素均被纳入数

字化轨道,数字劳动应运而生。当代西方左翼检视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基于资本增殖、劳动异化和算法

权力三重维度,对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展开全景式的批判性考察,思考其背后体现的劳动与资本、主体与世

界、技术与解放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变化及其特质、探究大数据时代

下数字劳动与资本逻辑之间关系的变化并展开对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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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作为资本扩张的工具和手段,与资本逻辑之间存在天然的耦合,不

仅全方位渗入社会成为控制人们活动的关键因素,更在数字资本与算法秩序的庇护下开辟出更

广阔的寻利空间和更隐匿的剥削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非物质劳动的最新表现形式,数字劳

动是当今生产力发展阶段中必然出现的新样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数字劳动依附于特定

的技术手段和社交媒介,一跃成为驱动资本增殖、释放经济潜能的“天堂”;另一方面,数字劳动则

在数字技术的包装与美化之下,沦为瓦解劳动稳定性、削弱劳动主体本质力量的“地狱”。在技术

中介化的劳动过程中,资本不再是赤裸裸地直接豪夺和剥削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隐退

至技术背后,被冠以自由的名义建构出一个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绝对权力,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自

身无法治愈的“毒瘤”。

在大数据时代思考资本主义数字劳动问题,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西方左翼代表及其主要思想

为:其一,以达拉斯·W.斯迈兹(DallasWalkerSmythe)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大众

传播系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中重点关注受众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再

生产问题;其二,以麦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为代表

的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帝国》《诸众》《大同世界》中侧重探究非物质劳动与生命

政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其三,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Fuchs)为代表,在《数字劳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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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中围绕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数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所创建系统化的马克思

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理论;其四,以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Srnicek)、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义,在《加速主义宣言》中强调生产力与技术进步是突破资本主义

生产桎梏的强有力武器,等等。在国内主要有:其一,以蓝江、吴静为代表的学者,在《数字时代的

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总体吸纳:平台资本主义剥削的新特征》

中,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开展数字劳动批判,旨在破解劳动异化现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

资本逻辑本质;其二,以佟新、吴鼎铭为代表的学者,在《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互联网时代的

“数字劳动者”研究》中,基于生命政治学视角进行数字劳动批判研究,从生命存在的意义剖析数

字资本主义对生产及生活控制的存在论问题;其三,以姚建华、夏冰青为代表的学者,在《数字劳

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数字劳工的概念、学派与主体性问题———西方数字劳工理论发展述

评》中,聚焦于数字劳动的未来图景及发展对策研究,力图探索摆脱数字枷锁以及找到扬弃异化

劳动的有效路径、实现数字劳动的最终解放。这些思想资源不仅为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提

供了启发性的观点,更为国内学界开展数字劳动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考,对在数字技术和算法

权力蓬勃发展的表象下,深入探究资本主义因数字技术的出现引发资本、劳动和社会制度的明显

变化的事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在消解数字资本局限性以及驾

驭资本关系的路径探索方面,仍需持续深耕。本文沿着“资本增殖—劳动异化—算法权力”的分

析框架,通过揭露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以及开展对数字资本剥削本质的批判,为我们在新的

实践语境中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与消解数字风险创造出积极的条件。

一、数字技术驱动资本增殖

迄今为止,资本依然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主导一切的力量。在大数据时代,数字资本作为一种

新型资本样态,借助各类互联网平台,将资本所有者、生产者、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更为紧密地联

合在一起,获得了操纵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绝对权力。在数据化关联的物的体系中,“我们收集

的所有数字信息现在都可以用新的方式加以利用。我们可以尝试新的事物并开启新的价值形

式”[1],数字技术的兴起正以最大力度驱动着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数字资本的增殖。应当承

认,当数字技术对社交媒介展开全方位“侵蚀”之时,也在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数据要素生产力,加
速资本周转的速度。斯尔尼塞克主张“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心,在于提取和使用一

种特殊的原材料———数据”[2]45。数据作为生产资料的核心,不仅是“外延”的记忆载体,更是一种

能够提取、贮存、分析和使用的关键材料,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数据“这种原材料不可避

免地将会代表一种有待提取的巨大新资源”[2]48。显然,一旦数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交往

中必不可少的基础因素时,意味着数字技术构成资本增殖的核心驱动力将成为可能。

进入大数据时代,劳动作为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的状况依然存在,“但是,在互联的数字世

界中,的确产生了另一种区分或分工原则,即以数据为基底的生产原则”[3]。一旦数据具备资本

的属性,占有大量数据的经营者便会依靠对大众数据资源和核心技术的垄断,建构起有利于自身

的“数字资本新秩序”,即数字资本主义出现。这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新的机

制已经开启”[4]。资本借助数据无所不在的空间优势,试图从一切领域展示其强大的“主体”价值

和掌控劳动全过程以及虚拟空间的“吞噬”能力。人们成为数字人,身后跟着长长的“信息尾巴”,

其中,个人偏好、喜好、位置数据、社交圈信息等隐私数据都成为资本增殖的“蓄水池”,作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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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数据正在重塑我们的时代,重塑每个人的价值全部;“监视资本主义”①作为大数据时代的独

特景观,把信息基础设施私有化同样也会导致异化,在无孔不入的数据追踪下,人们往往选择放

弃个人隐私来换取自身需要或渴望的东西,隐私成为资本牟取巨额利润的利器。马克·安德烈

杰维奇(MarkAndrejevic)认为,基于互联网的剥削方式就是当年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剥削方式

在网络上的新发展,亦被称为“剥削2.0”,在他看来,随着数据捕获技术的不断增强,“数据正在以

前所未有的规模被收集、分类和关联,有望产生出远超人类大脑探测甚至是解释能力的有用模

式”[5],服务于更全面的数据挖掘。在数字神话的框架内,为保证社会良性运转,所有与资本控制

之间连接的领域都被打通,“一切的个体性和特殊性都被简化为统一的度量———数据(或信息)和

资本”[6]。互联网平台作为数据资本化的重要载体,在获得海量数据的同时,也掌握了游戏规则,

成为资本实施“霸权式”治理的现实;数字资本凭借媒介的发展建构起有利于资本主义秩序发展

的公共话语体系,进而为监控大众和控制生产体系提供保障。正如尼尔·波兹曼(NeilPost-

man)在《娱乐至死》中所传达的“媒介即认识论”“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

的性质”[7]的看法。互联网平台开发商通过优化算法鼓励用户上传共享内容,表面看来为用户

打造良好的环境体验的行为看似合理,实则却是在压抑和限制大众的表达自由,隔绝了用户与外

界之间的信息交流。简言之,社交平台以平和巧妙的方式化解了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两大阶

级之间的斗争,使从事数字劳动的人抱着自愿的态度“乐在其中”,使其在收获愉悦和遭遇剥削悖

论式体验、为数字经济发展持续创造动能的同时,遭受来自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双重压制。

总之,数字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8],在提高社会生产力

方面释放出的积极力量无可置疑,然而一旦“数字经济成为当代经济中日益普遍的基础设施”[2]6

的普遍现象时,助长了数字资本的极度扩张,成为增强资本剥削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最新样态。与

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相比,数字经济催生出更加多元化的劳作方式和竞争方式,成为资

本增殖的有效手段。其中,“非物质劳动”的出现,使传统的雇佣劳动向基于无酬劳动的互联网平

台经济模式转变;如今的“受众劳动”不仅仅局限在观众被转化为商品,而是更加凸显用户生成内

容(UGC,usergeneratedcontent)在平台资本增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流”为精

准预测用户行为提供数据来源,凭借对数据和技术的霸权,编织出密不透风的“数字牢笼”,将用

户牢牢地捆绑在平台之上;互联网平台利用各种热搜、噱头或者刺激用户的脆弱情绪的方式获得

大众极大的关注,并产生巨额利润,从而验证了“受众劳动”这种主观创造活动的无偿性和生产性

的扩张。显然,作为资本表现的新舞台,互联网平台日益显现强大的扩张能力,极度加快了资本

增殖的进程,使资本获取财富增殖和权力布展的双重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就业形式和外包业

务的多样性不仅拓展了平台资本增殖的渠道,而且加速了时间运转与商业竞争,“能够更大程度

地使当代资本主义合法化”[2]6。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也就越

是充分,从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也就越是充分。”[9]正是这一转变,使数字资本完成了当

年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对社会的侵蚀由“形式吸纳”到“真正吸纳”②的转变。

必须承认,资本增殖的本质属性要求不断开拓新的增殖渠道和剥削模式。平台作为数据的

提取装置天生具有资本垄断的自然本性,依托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数字经济正逐步形成一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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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肖莎纳·祖博夫(ShoshanaZuboff)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TheAgeofSurveillanceCapitalism)一书中以“监视资本主

义”(surveillancecapitalism)来描述以大数据运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新模式所带来的数据泄露、公众自主性被侵蚀等负面效应。

形式吸纳和真正吸纳是《帝国》一书中的核心概念,是哈特和奈格里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

中提及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向实际上的从属过渡的提取和运用。



主义模式,生产方式必须智能,工人必须高效多产,工会和行业组织必须合理,就业方式必须弹性

多元等变化,意味着资本的影响力、掌控力被无限扩大。具体表现为:互联网平台打着“共享”的

名义收集数据,实质上是数字经济“独享”行使“霸权”的真实表现,是个体在时空维度下所有生活

的不断商品化。数字资本对一般智力和无酬劳动的剥削作为创造价值的新途径,无尽地攫取和

霸占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正是数字资本贪婪本性的集中表现。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说,“发达的

资本主义剥削工厂已经渗透到工厂外墙,重新定义了所有的社会关系”[10]459,数字资本远超出生

产劳动领域并蔓延至社会的各个领域,资本的扩张使整个社会被纳入到资本的统治范围,包括

“从肌肉、语言、情感、代码到图像、社会智力、社会关系,以及劳动的认知和协作要素等”[10]457。除

此之外,劳动的非物质化“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的构成、管理和调控—生产组织,而且更深

刻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功能及其在社会中的活动”[11]。这一现象印证了马克思当年在

《资本论》中提到的,“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

力”[12]699。

二、资本剥削引发劳动异化

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劳动的出现未能消除异化,

“它存在于生产工作中,存在于家庭消费中,并且主导着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大部分”[13]。因此,在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重新定义劳动,全景式地思考和把握数字劳动带来劳动异化形式的新变化,

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格外关注的问题。

首先,从劳动主体的维度上看。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不同,“如今即使没有统治也可能出现

剥削”[14]22,当剥削范围从有酬的雇佣关系扩展到了无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成

为数字劳动者。一方面,即时通讯与便捷交通将工作和生活两种时空无缝衔接,家里家外都变为

了职场;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者被“降格”为资本的“无力工具”,减缓了自身“能够

进行理论化和慎思的智力能力”[15],陷入被剥夺与不稳定的困境之中。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用“流众”(precariat)一词来描述当下劳动者不稳定的生存境况,就其特点而言,“流众”

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忧虑当中,他们的目标意识与职业认同感浅薄,经济收入相对较

低且无法享受稳定的劳动保障,如同机器上可随时替换的小零件一般动荡飘摇。为此,有学者提

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驱使他们将工人视为机器或者物品,这才是‘异化’的根本原因(也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16],而非物质劳动的崛兴,恰恰证明了资本逻辑与劳动主体异化之间

的内在关联性。随着ICT产业的急遽发展,由非物质劳动者所组成的“知产阶级”一跃成为再生

产领域中的劳动主体,他们所从事的非物质劳动成为维系资本主义体系正常运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表面看来,“知产阶级”在参与劳动权利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然而实际上却是资本把人的

地位“降低到无声的齿轮上”,虽然能够发言却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主体。此外,非物质劳动

者从事的作为剥削与“愉悦”共存的生产性活动,也是诱发人们心理异化的导火索。长期生活在

“信息茧房”的个体更容易丧失主体意识,产生抑郁症、焦虑症、过劳症、注意力涣散、社恐等社会

病症,加剧了异化对劳动主体的束缚。

应当承认:“资本是一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雇佣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开辟了一个新时

代。”[17]当信息化进程与全球资本的空间扩张紧密相扣,与数字技术发展相伴的“自由只是个代

名词”[18]。以往人们是主动获取信息,在当下,信息不请自来。各种信息铺天盖地,硬生生地挤

压我们的生存空间,景观化趋向愈演愈烈,数据正在以“全景敞视”的方式掌控大众,以非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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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牧领”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大众落入“数字化全景监狱”[19]。身处全景监狱中的成员同

时肩负着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也是作案人和受害者,同时还遭受来自他人的

剥削以及自我产生的剥削。从根本上说,这种以剥夺主体意识,侵占主体自由为目标的新型方

式,就是异化在大数据时代的典型表现。正如韩炳哲所言,“如今人们与数码设备之间有一种近

乎迷恋的、强制性的关系。在这里,自由也化身为强迫。社交媒体大大强化了这种强迫”[14]52,主

体的不自由被无限放大。归根到底,这种强迫源自于资本逻辑,资本的运作规律囚禁着我们所有

人,我们只能做资本想要我们做的事情。无论是数字与资本之间关联的“函数算法”,还是新自由

主义思潮下的“主动操控”,都暴露出主体自愿被奴役、被束缚,劳动者屈从于技术而不为所知的

被动状态。西方加速主义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Rosa)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

论大纲》中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他借用赫尔曼·吕柏(HermannLübbe)的时间概念,认为在竞争

因素的驱动下,现代西方社会“当下时态的萎缩”[20],经营者在想方设法攫取劳动时间、推动整个

社会经济运行的同时,不断挤压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哪怕只是处在不劳作的存在状态,也有可能

成为被掠走的仅有的“剩余存在”。

其次,从劳动结果的维度上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谈

到劳动异化可能导致的结果:“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

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21]54即便在大数据时代下,

劳动异化的状况依然如故: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都受到技术的制约、掌控;生产资

料从原先由货币和市场所决定转而被算法、平台所操控;互联网平台悄无声息地实施收集大众潜

在的数据,售卖给商家,向消费者精准投放相应需求的广告和产品数据的收集方式,达到主宰市

场和控制人的目的。数字化形态下的劳动产生“异变”,不仅更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

而且因传统劳作模式被打破,造成劳动界限和劳动环境的改变,“这进一步导致了产业生产关系

的解体,从而转向了更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数字生产关系”[22],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变得更

加隐蔽。加拿大韦仕敦大学的爱德华·科莫(EdwardComer)教授十分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资

本主义生产,他认为:“涉及工人‘降格’产生的系统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产生了另一种异化形

式———过程异化。”[23]这意味着异化的作用不断扩大并侵蚀社会机体的行为,已经从生产领域的

物化走向了非物质领域的数字化,使当年马克思批判的生产异化劳动成为当今的数字异化劳动。

数字资本将它的剥削范围延伸到非物质领域,乃至“玩”“休闲消遣”“自由时间”“社会关系”“情感

活动”等都归属于数字劳动的范围,各式数字劳动方式都在创造着价值,形成“产消合一”和“玩

工”的新特点。虽然也有西方学者就这一主题进行发问,提出数字劳动的合一性所表现出的自由

和人性化现象,是否就意味着“异化”被终结的看法。但现实中“产消合一”揭示出数字劳动所具

有的全员劳动的特性,劳动者在自我商品化的过程中不仅闭合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循环,甘愿成

为创造价值的“机器”;“产消合一”还在无形中强化了资本与技术的融合、助推了资本对人们日常

生活世界的殖民,“在整个地球工厂内将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化于无形”[24]。数字劳动范围急剧

扩大实质上大大加剧了劳动异化的程度,数字资本剥削造成的劳动异化的有增无减,这些都恰恰

证明了认为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被终结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

异化既是剥削的前提,也是剥削的结果。在当代西方左翼眼中,当年马克思所言“工人在他

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

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

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21]52的现象被无限扩大了。哈维主张异化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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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经济攸关的核心问题,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全过程,当下的数字劳动异化问题并未

跳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的四重基本规定性的分析框架,需要我们将理论深入到现实,对当

下的异化形式进行深层次探析。此外,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揭露了“纯粹的资本生

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矛盾,指出当下资本获利的途径已经转向“食利者主义”这一现实,虚拟资

本会引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爆,而异化释放出来的攻击力会导致整个社会充满暴力性和侵

略性,因此,哈维得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异化终将会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的预判。

三、算法权力扩张及其抵抗径路

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种新型权力———算法权力的诞生,这种权力不同于强制性的规训,它主

要体现在算法规则对物的秩序和数据秩序的全方位塑造。这意味着在大数据时代算法这种极具

杀伤性的“武器”正在席卷人类社会并产生深刻影响,使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深陷于算法形成

的“阿底顿密室”,不得不接受因算法权力无限扩张带来的剥削和掌控。

在大数据时代,“算法最优”似乎成了资本竞相追逐的公认规则,谁掌握了足够多的一般数据

以及最佳算法,就相当于拥有了控制社会的绝对权力。韩炳哲用“透明社会”[14]59来描述现代社

会人的生存境遇:发达的信息技术以及电子设备的普及使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信息基站,源源不断

地向外发射信号;互联网平台的收集以及算法的量化、测算,不仅能向每个人展开精准投放产品

和各种服务,而且能借助数字技术的“最优解”属性,在劳动过程中成为控制劳动者的利器。对于

互联网平台中的无酬数字劳动而言,智能算法的理性化加快了传播资源以及收集数据的垄断步

伐,使在虚幻、真空的平台之中,“数字经济成为了价值以及无酬文化、情感劳动的重要试验

田”[25],用户成为只生产数据内容而不获报酬的免费劳动者。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化的

转向进程中,算法秩序虽扩大了生产的无限可能性,却弱化了主体对实体存在的意义叙述,成为

“悬挂在‘24/7’①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无助的幽灵”[26]。算法作为数据的使用规则,致力于将一切

事物转化为可量化的符号或符码虚体,并在拟态化的数字空间中以此为中介与外界进行交流,获

得控制和支配真实肉身的绝对力量。这样,被编码穿透后的虚体也就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剥离

开来,能动地建立起虚体与虚体、虚体与世界之间的新联系,将一切事物纳入算法的作用领域。

与此同时,强大的算法分析技术也伴有“回音室效应”“过滤气泡”等“副作用”,它将主体禁锢在经

算法程序筛选、过滤后的“孤岛”,一旦信息和观念的“隔音墙”被筑造起来,自我潜意识空间中的

固有价值圈层会愈发坚固,易“引起相互理解和沟通上的障碍,导致公共性丧失甚至无序化”[27]。

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Mayer-Schönberger)所言:“人类自己汇聚了越来越多的数

据,发明了越来越好的算法,一手缔造了数据与智能时代。然而,我们的创造物本身,以及我们对

这些创造物不加分辨地过度使用,例如甚嚣尘上的数据主义和算法主义,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十分

危险的后果。”[28]

在数字技术发展与非物质劳动狂飙突进的时代节点上,技术理性与数字资本在大数据时代

的合谋,使算法权力在强化劳动控制、约束人们行为选择的同时,更可以凭借其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影响,巧妙地左右着劳动者的思想和生活。“资本需求的不是一种超越的权力,而是建立在内

在化层面上的控制机制”[29],各类应用程序、软件工程、硬件装配这些数字劳动方式不可避免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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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Crary)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将人类裹挟进一天24小

时、一周7天,即24/7的无休无止、没有间歇的全时间掌控。



杂一些“政治魅力”,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具有阶段性的明显标识。当代西方左翼认为,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美其名曰“不言自明”的、相互默认的社会契约之上的,看

似披上了“数字自由”“数字民主”的合法外衣,实质上却是资本的剥削方式与剥削手段更隐蔽,使

劳动乃至文化等无条件服从于资本逻辑,资本权力向政治和文化领域转移和扩张,推动着世界走

向一个“精神政治”①的强权时代。在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看来:“数字网络是一

种绝对的、彻底的、集体式的、精神个性化的新过程的技术,这种过程有能力吸收所有其他个性化

的技术……使得一切都被吸收和重新配置。”[30]不言而喻,在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主体利用数字

构序来增加“生命的负熵”,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熵增”,就像“朋友圈点赞”“微博转发评

论”等行为。网络主体虽然带来自我认知的加深,但由数字技术造成的网络镜像与真实现实之间

界限的模糊,极易使人陷入虚假的意识形态怪圈而失去自我。当劳动被资本与算法高度掌控并

对政治和思想领域起着主宰作用之时,即当资本权力与算法权力溢出经济领域延伸至意识形态

领域,出现权力政治化时,其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对社会乃至人类的破坏力愈大、愈严重。

在当代西方左翼眼中,要想摆脱算法掌控、夺回劳动果实,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在现

实中找到具有变革性的革命主体。算法控制裂缝中的“流众”,也就是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存在着

挣脱“算法枷锁”的革命潜能,他们是“新的危险阶层”[31]11。斯坦丁主张,“流众”的使命在于争取

包括“经济安全、时间控制、优质空间、真正的教育解放、金融知识以及金融和其它资本”[31]12等在

内的关键资源的再分配,他们是西方左翼政治中涌现出的潜在力量。不同于斯坦丁对革命主体

的理解,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新经济模式的压迫下,异化的无限扩大所导致的社会失范现象必

然招致以“诸众”为主体的对抗和斗争,从而提出“劳动共同性”的抽象概念,集中探讨了创造“财

富共有”和实现“诸众民主”可能性的问题,试图以汇聚和唤醒“诸众”力量的方式来抑制算法权力

的无序扩张。事实上,哈特和奈格里寻找突破枷锁的路径探索中的诸多观点仅仅停留在抽象的

思考层面,并没有提及克服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仍旧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齐泽克在谈及

《帝国》一书时,认为哈特和奈格里所描述的政治斗争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分析目前全球社会经济

进程将如何(如果有的话)为这些激进措施创造所需空间”[32]193,要想破局,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

找到激进的革命性主体,也就是重构出比马克思笔下的“工人阶级”更为彻底的“新无产阶级”,激

发他们的革命潜能。鉴于此,齐泽克将那些“除了他们的锁链,没有什么可失去”[33]的贫民窟居

民、难民等社会“编外人员”视为新的革命阶级,认为只有处在资本主义秩序之外的“被排斥者”

(theExcluded)才是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掘墓人”,这一思路实际上是在效仿马克思对无产阶

级的界定,这种将无产阶级简单等同于贫民窟居民和难民的重构,注定难以找到抵抗算法权力扩

张的真正力量。此外,齐泽克主张更要回到列宁,“运用列宁纯粹的政治立场和反对经济分裂坚

决的态度”[32]195来战斗。

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Dyer-Witheford)为我们遏制互联网平台垄断以及算法权力的

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在他看来,21世纪的共产主义是立足于共享财富基础上的信息

化共享,“数字化条件下的地球劳动的斗争潜力已经变得非常明显”[34]。因此,维斯福特主张互

联网作为资本剥削的场域,也是抵抗阶级形成的场域,如果我们不想沦为算法施展霸权的工具,

就要在各种创新和合作的劳动中联合起来,尽可能地利用网络这个革命阵地来约束肆意扩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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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指出精神政治作为新自由主义政权的统治手段,创造出了越来越精明的剥削形式,主要体现在

通过优化主体思想的方式来干涉大众的社会行为,并由此衍生出极权主义的特征。



算法权力。

或许,要想抵抗因算法权力无限扩张带来的霸权统治,可以有另外一种途径,那就是在未来

的智能化世界中,“通过边缘算法抵抗大数据算法治理,用更弥散的微智能抵抗中心化的美丽新

世界”[35]171,即“用算法抵抗算法,用智能抵抗智能”[35]171。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当代

西方左翼并未提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探索,相信只有到了共

产主义阶段,我们才能彻底挣脱“数字枷锁”,将那种“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36]”、扭曲人的本质的

资本劳动,转变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自主的活动,使劳动真正完成向人自身的复归。

四、对西方左翼数字劳动三维批判的理论省思

当前,数字技术发展正悄然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及生活方式。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

兴起,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的劳动主体、社会矛盾等表现形式上的新变化,是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如何在“资本—技术—权力”的框架中理解数字劳

动这种新型劳动形式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效应,既是开展资本批判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在唯

物史观视域下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近年来,面对数字技术的出现,人们

对资本主义生产及生活方式全面异化的时代诘问,以欧美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出

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给予了积极回应,尤其表现出对技术革新带来劳动形式、价值增殖以及话语

体系等新变化的高度关注。他们意识到,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方式更迭、劳动力与情感的双

重商品化、数字剥削和劳动异化现象的隐匿与强化、数据堆栈下的算法治理术、内嵌于互联网平

台的劳动控制与剩余加速等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远超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范围,亟

须新的理论跟进和补充。他们竭力厘清数字劳动背后所呈现的大数据时代下“资本增殖—劳动

异化—算法权力”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剥削和不平等的实质。同

时,当代西方左翼运用社会病理式的研究方式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作“病理分析”,也为我们今天

深入开展数字化资本主义的研究、全面深化大数据时代下数字劳动等相关理论问题,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启示和思考。

另外,应当看到的是,数字劳动带来资本生产关系和社会领域等全面变化的事实证明了马克

思当年对资本主义展开全面批判的思想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

产’的经典问题再一次在数字时代浮现出来”[35]130。无论是对资本增殖、劳动异化,还是对算法权

力扩张及其抵抗径路的剖析,无一不印证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正确预判。“随着时间的推移,

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

来。”[12]724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数字劳动问题时,一方面要承认当代西方左翼对当今资本主义的

批判能切中要害,无论是在重点关注非物质劳动重要地位的迅速上升所带来的“与这种新兴的非

物质劳动霸权同步出现的,是与之密切相关的非物质形式财产的重要性的提升”[37],还是数字劳

动的出现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劳动的认知,在加剧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同时“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剥

削生态”[38],抑或设想扬弃数字劳动异化的图景与路径等观点上,都展现了当代西方左翼犀利的

理论解剖与现实分析能力。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代西方左翼在诊治时弊的过程中暴露出受到

资本逻辑的统摄、偏离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向自由主义妥协等缺陷,注定无法转化为有效的革命

实践,充其量只能成为狭隘的“微观政治”。

简言之,我们要始终秉持辩证的态度看待数字劳动这种新型劳动样态,既要正视因数字技术

全面入侵人类的生产及生活而带来新剥削机制的负面效应,也要肯定它在释放巨大经济潜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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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劳动关系、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理,我们在对当代西方左翼的资

本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理论进行再批判时,除了正视其数字劳动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之外,还要看到

它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亦能为当下提供启发性的思考。其一,能借助当

代西方左翼的批判,认识当今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作为全新的生产力,

数据资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必须以清醒的认识主动应对。

其二,要认识到在当代资本主义“一片祥和、繁荣”的景象下,当代西方左翼能清醒地认识到资本

权力以更为隐匿和严酷的方式建构起全新的逻辑与权力架构的事实,并展开对资本主义数字劳

动的批判,为我们进一步认清数字资本逻辑扩张的实质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其三,要明确,仅

仅像当代西方左翼那样,对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开出病理诊断书而无具体的变革方案,是行不通

的。当前,我们把西方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批判置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批判和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双重坐标下加以比较研究,既能对西方左翼的观点做出正确的判断

和清醒的认知,更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生具有激活数字劳动的活力,以及具有遏制数字劳

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制度优势。这为更好地发挥数字劳动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效用,推动数

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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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Proliferation,LaborAlienationandAlgorithmicPower:
TheThreeDimensionsoftheContemporaryWesternLeftsCritiqueofCapitalistDigitalLabor

LIUZhuohong1,2,GUOXiaoqing2
(1.SchoolofMarxism,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541004,China;

2.SchoolofMarxism,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31,China)

Abstract:Intheeraofbigdata,thedigitaleconomyisadvancingrapidly,anddigitaltechnologyisreshapinghumansoci-
etyatanunimaginablespeed.Boththeformoflivingofthemainbodyandtheinputofmeansofproductionhavetaken
anewform.Asallsocialelementsareincorporatedintothedigitaltrack,digitallaborhascomeintobeing.TheCon-
temporaryWesternLeftexaminesthelatestdevelopmentofcapitalism,carriesoutapanoramiccriticalinvestigationof
capitalistdigitallaborbasedonthethreedimensionsofcapitalproliferation,laboralienationandalgorithmicpower,and
considerstheinteractionbetweenlaborandcapital,subjectandworld,technologyandliberationreflectedbehindit.It
providesusefulenlightenmentforustofurtherunderstandthechangesandcharacteristicsofalienatedlaborundercapi-
talism,explorethechangesintherelationshipbetweendigitallaborandcapitallogicintheeraofbigdata,andcarryout
thecriticismoftodaysdigitalcapitalism.
Keywords:theContemporaryWesternLeft;digitallabor;digitalcapitalism;algorithmicpower;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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